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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Ｅａｔｏｎ 和 Ｋｏｒｔｕｍ （２００２） 构建的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 本文运用

Ｔｏｂｉｔ固定效应模型， 考察双边贸易成本和进口来源地农业生产率对中国农产品进

口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较为集中， 但进口集中度呈缓慢下降态

势。 将基于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方法计算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作为自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

贸易成本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有显著负向影响； 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测算不同贸易伙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回归结果表明进口来源地农业生产率

显著促进中国农产品进口。 因此， 中国应全面考虑双边贸易成本和进口来源地农业

生产率以优化农产品进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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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主动扩大进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重要的国际场合， 重申了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

举措， ２０１８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扩大开放提出了四点要求， 主动扩大进口就是

其中之一。 为此， 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 《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

外贸易平衡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８〕 ５３ 号）， 针对如何进一步扩大进

口、 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提出了具体举措， 指出要优化国际市场布局， 开拓

进口来源地， 扩大贸易规模。 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 更是标志着长期

以来我国重出口、 轻进口的贸易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钱学锋和裴婷，
２０１９） ［１］。 ２０１９年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一次提出主动扩大进

口， 进一步自主降低关税水平， 努力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 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度

性成本， 办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全部净

进口。 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为 １３７１􀆰 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０􀆰 ０％， 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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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５７８􀆰 ３亿美元①。 长远来看， 人口增长以及消费结构升级都将导致农产品消费

持续增加。 然而， 我国是农业大国， 但还不是农业强国， 国内农业生产率仍然偏

低， 同时受到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的刚性约束， 农产品扩大进口是大势所趋。 总体来

看， 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较为集中， 将近 ５０％的农产品来源于美洲。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伙伴中， 排名前 １０、 前 ２０ 和前 ５０ 的贸易伙伴平均占比分

别为 ７５􀆰 ５８％、 ８８􀆰 ８３％和 ９８􀆰 ０１％②， 但从时间趋势来看， 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集

中度呈下降趋势。 通过比较中国农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国 （地区） 和世界农产品主

要出口国 （地区）， 发现二者有重合但并不完全一致。 此外， 进一步分析 ２０１６ 年

我国农产品进口排名前 ５０的贸易伙伴、 世界农产品生产排名前 ５０ 的国家 （地区）
以及世界农产品出口排名前 ５０ 的国家 （地区）③， 发现三者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

性。 但在世界农产品生产和出口排名前 ５０ 的国家 （地区） 中， 仍分别有 １４ 个和

１２个未进入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的前 ５０名。 由此可见， 我国农产品进口集中度较

高， 在人均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我国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优化农

产品进口布局， 与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贸易伙伴关系。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

异质性企业理论也从生产率角度解释企业的出口行为。 农业生产率是衡量投入和产

出效果的指标， 可以衡量一国 （地区） 的农业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 是一国 （地
区） 选择农产品进口贸易伙伴的基础， 亦是影响农产品进口的重要因素。 此外，
贸易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每个环节都会产生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是影响一国

（地区） 农产品进口的重要因素， 且农产品由于其特殊性， 贸易成本普遍高于制造

业。 ２０１７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为 ２􀆰 ４３， 与 ２００１ 年相比下降了

２５％， 但仍高于制造业贸易成本的 １􀆰 ６２④。 因此， 农产品贸易成本仍有较大的下降

空间。
贸易成本由运输成本、 政策成本 （关税和非关税）、 汇率成本、 语言成本和信

息成本等组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４） ［２］。 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增长的

促进 作 用 不 容 忽 视 （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８［３］；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１［４］；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５］）。 由于贸易成本的组成部分较多， 要想获取所有贸易成本的数据较困难，
且还面临遗漏变量的问题。 因此，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贸易成本和贸易增长的关系

时， 主要是对贸易成本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讨论， 如贸易便利化 （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Ｍａ， ２０１４） ［６］、 关税和非关税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４［７］；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９［８］ ） 以及运

输成本和文化成本 （方英和马芮， ２０１８） ［９］等。 Ｎｏｖｙ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１０］基于比较优

势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利用双边贸易额、 国内总产出和产品的替代弹性估

计双边贸易成本， 这种方法计算的贸易成本包含伙伴间进行贸易的所有费用，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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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中国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农产品》， ２０１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的数据计算得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ＷＴＯ和 ＦＡＯ， 其中 ＦＡＯ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６年。
基于 ＥＳＣＡ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的数据计算得出。



了遗漏变量问题。 同时， Ｎｏｖｙ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将贸易增长的因素分解为收入水平、
贸易成本和第三方贸易阻力。 大量文献采用此分解方法研究贸易成本与贸易增长的

关系 （Ｊａｃｋ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 贾伟和秦富， ２０１３［１３］ ）， 也有少量文献将

总贸易成本作为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魏浩和李晓庆， ２０１５） ［１４］。
研究生产率与贸易二者关系的经典文献很多。 一部分文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

究贸易对生产率的影响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１５］； 张杰等， ２０１６［１６］； 王恕立

等， ２０１９［１７］）， 以及生产率对贸易的影响。 Ｅａｔｏｎ 和 Ｋｏｒｔｕｍ （２００２） ［１８］构建了一个

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 研究生产率、 贸易成本和贸易三者间的关系， 得出生产率对

贸易有正向影响。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１９］认为决定企业出口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企业生产

率的差异。 李春顶 （２０１０） ［２０］运用中国制造业 ３０ 个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 生产率

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负向作用， 即存在 “生产率悖论”。 魏浩和郭也 （２０１６） ［２１］发
现随着进口来源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进口产品的广度和数量都有显著的下降

趋势。 贾伟等 （２０１８） ［２２］基于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数据对中国农业企业是否存在

“出口———生产率悖论” 进行了验证， 并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解释。 马相东等

（２０１９） ［２３］研究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出口总额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由此可见， 对于

生产率对贸易的影响， 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综上， 现有文献对于理解贸易成本、 生产率和中国农产品进口三者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 研究贸易成本与贸易二者关系的诸

多文献主要是对贸易成本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讨论， 因此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 无

法全面衡量贸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效果。 其次， 得益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

展， 大量文献基于企业层面研究生产率对本国 （地区） 出口贸易的影响， 较少涉

及伙伴国 （地区） 生产率对一国 （地区） 进口贸易的影响。 最后， 国内学者研究

生产率和贸易二者的关系时， 研究对象主要是制造业， 涉及农业生产率与贸易问题

的较少， 而且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出口， 鲜有文献涉及生产率与中国进口贸易。 与

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 （１） 基于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方法计算的农产品贸

易成本， 将其作为自变量实证研究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能更为全面系统地衡量与

贸易有关的所有成本， 防止结果有偏。 （２） 从进口国角度， 识别进口来源地农业

生产率对一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 丰富了生产率的研究视角。 （３） 采用永续

盘存法测算 ３６个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的农业净资本存量， 并在此基础上测

算 ３６个国家 （地区） 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４）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对于贸易成本的测算， 本文分别采用贸易成本、 关税几何均值和不含关税的贸

易成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对于进口来源地农业生产率， 本文分别采用不同方法

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 此外， 本文还对不同样本进行回归以确保稳健性；
同时， 本文对于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进行了探讨， 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核

心结论。

一、 理论机制

Ｅａｔｏｎ 和 Ｋｏｒｔｕｍ （２００２） 基于技术差异构建了一个包含地理因素在内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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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图国际贸易模型， 模型假设商品连续。 各国①获得技术的途径不一样， 因此

生产率也因商品和国别的不同而有差异。 ＥＫ 模型认为， 由于商品连续， 所以

ｎ 国从 ｉ 国以最低价格进口商品的概率即为 ｎ 国从 ｉ 国进口商品的比例， 具体

表达公式如下：
Ｘ ｎｉ

Ｘ ｎ

＝ πｎｉ ＝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Ｎ

ｉ ＝ １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１）

其中， 国家 ｎ 的总支出为 Ｘ ｎ ， ｎ 国从 ｉ 国进口商品的支出为 Ｘ ｎｉ， πｎｉ 为 ｎ
国从 ｉ 国以最低价格进口商品的概率。 Ｔ ｉ ＞ ０， 反映 ｉ 国的平均生产率， Ｔ ｉ 越大

表示生产率越高； θ ＞ ０， 决定生产率的分布， 反映生产率分布的异质性， θ 越

大表示异质性越小； 且在贸易领域， Ｔ ｉ 衡量 ｉ 国的绝对优势， θ 衡量的是比较优

势。 ｃ ｉ 为 ｉ 国的投入成本。 贸易成本采用萨缪尔森 “冰山成本” 的假设， 将商

品从 ｉ 国运输到 ｎ 国所需要的单位贸易成本为 ｄｎｉ ， 对于 ｉ 国来说， ｄ ｉｉ ＝ １， 即 ｉ
国内部不存在贸易成本， ｄｎｉ ＞ １ 对于所有 ｎ ≠ ｉ 成立 ， 且 ｄｎｉ ≤ ｄｎｋ ｄｋｉ 。

ｎ 国从 ｉ 国进口商品的比例主要取决于 ｉ 国的生产率和两国间的贸易成本，
此外还包括 ｉ 国的投入成本和 θ 。 将式 （１） 取对数并分别对 Ｔ ｉ 和 ｄｎｉ 求导， 具

体过程如下：

ｌｎ πｎｉ ＝ ｌｎ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ｌｎ∑
Ｎ

ｉ ＝ １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ｌｎ Ｔ ｉ － θ ｌｎ ｃ ｉ ＋ ｌｎ ｄｎｉ( )

－ ｌｎ∑
Ｎ

ｉ ＝ １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２）

ｄ ｌｎ πｎｉ( )

ｄ Ｔ ｉ( )
＝ １

Ｔ ｉ

－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Ｎ

ｉ ＝ １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１
Ｔ ｉ

＝ １
Ｔ ｉ
· １ －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Ｎ

ｉ ＝ １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æ

è

ç
ç

ö

ø

÷
÷

＝ １
Ｔ ｉ
· １ － πｎｉ( ) 　 　 　 　 　 　 　 　 　 　 　 　 　 　 （ ３）

ｄ ｌｎ πｎｉ( )

ｄ ｄｎｉ( )
＝ － θ

ｄｎｉ

＋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Ｎ

ｉ ＝ １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θ
ｄｎｉ

＝ θ
ｄｎｉ
·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Ｎ

ｉ ＝ １
Ｔ ｉ ｃ ｉ ｄｎｉ( ) －θ

－ １
æ

è

ç
ç

ö

ø

÷
÷

＝ θ
ｄｎｉ
· πｎｉ － １( ) 　 　 　 　 　 　 　 　 　 　 　 　 　 　 （ ４）

从式 （３） 和式 （４） 可知， 因为 Ｔ ｉ ＞ ０， ｄｎｉ ＞ １， θ ＞ ０ 对于所有 ｎ≠ ｉ 成
立 ， 且 πｎｉ － １ ≤ ０， 所以 ｄ ｌｎ πｎｉ( ) ／ ｄ Ｔ ｉ( ) ≥ ０， ｄ ｌｎ πｎｉ( ) ／ ｄ ｄｎｉ( ) ≤ ０。 即随着

生产率 Ｔ ｉ 的提高， 进口比例会增加， 随着 ｎ、 ｉ 两国贸易成本的增加， ｎ 国从 ｉ
国进口商品的比例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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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本文旨在考察双边贸易成本、 进口来源地农业生产率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的

影响， 针对所研究的问题， 本文在 ＥＫ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πｎｉｔ ＝ α ＋ β１ ｄｎｉｔ ＋ β２ Ｔ ｉｔ ＋ β３ Ｚ ｔ ＋ μｎｉｔ （５）

其中， ｎ、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进口国 （即中国） 、 进口来源地以及年份， α 为常

数项， β ｉ 表示待定系数。 被解释变量 πｎｉｔ 表示 ｎ 国在 ｔ 年从 ｉ 国进口农产品的比

例； 解释变量 ｄｎｉｔ 表示 ｔ 年 ｎ、 ｉ 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 解释变量 Ｔ ｉｔ 表示 ｉ
国 （即中国的进口来源国） 在 ｔ 年的农业生产率； Ｚ ｔ 为控制变量集； μｎｉｔ 表示随

机误差项。
（一） 核心变量

１􀆰 贸易成本 （ ｄｎｉｔ ） 。 贸易成本是指除生产的边际成本之外， 最终用户为

获得该商品所支付的所有成本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４） ， 由地理距

离和边界 （运输成本） 、 文化差异 （语言成本） 、 汇率、 关税、 贸易便利化相

关成本及其他政策成本 （非关税措施） 等组成 （Ｗ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４］ 。 贸易成本

的测度方法主要包含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两种， 目前间接测度法中运用较

广的为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的测算框架。 此外， Ｄｕｖａｌ等 （２０１５） ［２５］基于全球价值链

视角， 在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值贸易成本 （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的概念， 基础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ＷＴＯ ＴｉＴＡ 数据库， 但该数据库提供的

国家 （地区） 最多只有 ６４ 个， 无法为本文研究提供很好的数据支撑， 因此本

文采用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的方法测算双边贸易成本， 公式如下：

ｄｎｉｔ ≡
ｔｎｉｔ ｔ ｉｎｔ
ｔ ｉｉｔ ｔｎｎｔ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 １ ＝
ｘ ｉｉｔ ｘｎｎｔ

ｘ ｉｎｔ ｘｎｉｔ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σ－ １( )

－ １ （６）

其中， ｄｎｉｔ 表示关税当量， ｘ ｉｉｔ 和 ｘｎｎｔ 分别为 ｉ 国和 ｎ 国在 ｔ 年的国内贸易， ｘ ｉｎｔ

代表国家 ｉ 对国家 ｎ 的出口， ｘｎｉｔ 代表国家 ｎ 向国家 ｉ 的出口， σ ＞１， 为产品之间

的替 代 弹 性。 ＥＳＣＡ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数 据 库 基 于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的理论框架， 提供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超过 １８０ 个国家 （地区） 的双边

农产品贸易成本数据。 此外， 不含关税的贸易成本 （ ＮＴ ｄｎｉｔ ） 计算公式为

（ Ｄｕｖａｌ ａｎｄ Ｕｔｏｋｔｈａｍ， ２０１２ ） ［２６］ ： ＮＴ ｄｎｉｔ ＝ ｄｎｉｔ ／ （１ ＋ ｔａｒｉｆｆ ｉｎｔ∗ｎｉｔ） 。 其 中，
ｔａｒｉｆｆ ｉｎｔ∗ｎｉｔ 表示 ｔａｒｉｆｆ ｉｎｔ 和ｔａｒｉｆｆｎｉｔ 的几何平均值① （Ｄｕｖａ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２７］ ， ｔａｒｉｆｆ ｉｎｔ
代表 ｔ 年国家 ｉ 从国家 ｎ 进口农产品关税的简单平均值， ｔａｒｉｆｆｎｉｔ 代表 ｔ 年国家 ｎ
从国家 ｉ 进口农产品关税的简单平均值。 农产品进口关税数据来源于 ＷＴＯ 和

ＵＮＣＴＡＤ 的贸易分析与信息系统 （ ＴＲＡＩＮＳ） 数据库。
图 １ 中， 本文将进口贸易伙伴依据贸易成本、 关税几何均值以及不含关税

贸易成本的大小划分为 １８组， 且组别越大表示贸易成本越高， 同时将各组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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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进口比例呈现在图中。 从图 １中可以得到， 随着贸易成本的提高， 中国从伙

伴国进口农产品的比例显著下降， 且以贸易成本和不含关税贸易成本的结果最为明

显， 与关税几何均值的关系不明显。 这在数据统计层面支持了贸易成本与进口比例

的反向关系， 下文将会运用更为严谨的计量模型做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

�

�

�

�

�

��

��

��

E
	
!
�
U
�
U

� � � � � �� �� �� �� ��

B��� �/���� �	�/B���

图 １　 三种不同贸易成本与农产品进口比例

２􀆰 生产率 （ Ｔｉｔ ）。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全要素

生产率 （ＴＦＰ） 被解释为总产出中不能由要素投入所解释的 “剩余” 部分， 反映

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总效率， 与技术水平、 管理技能、 制度环境和知识水平等有

关 （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２） ［２８］。 全要素生产率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测算维度， 宏观

主要针对国家或者行业， 微观主要是从企业层面入手。 估算企业 ＴＦＰ 的方法主要

可分为三种： 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 （ＯＰ） （１９９６） ［２９］、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Ｐｅｔｒｉｎ （ＬＰ） （２００３） ［３０］和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Ｃａｖｅｓ－Ｆｒａｚｅｒ （ＡＣＦ） （２００６） ［３１］等半参数方法， 但这几类方法并不适用

于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２）。 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

方法主要有增长核算法、 索洛余值法 （郭庆旺和贾俊雪， ２００５［３２］； 王华，
２０１８［３３］）、 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ＤＥＡ） （王兵和颜鹏飞， ２００７［３４］； 陈鑫和

陈啸， ２０１９［３５］） 和参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ＳＦＡ） （陈诗一， ２０１１［３６］； 朱秋博

等， ２０１９［３７］）， 目前运用较多的是 ＤＥＡ方法。
国内学者针对农业生产率的研究成果丰硕， 使用的方法多为 ＤＥ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下文简称 Ｍ 指数） 及 Ｍ 指数的改进 （李谷成， ２００９［３８］； 付

明辉和祁春节， ２０１６［３９］ ）。 Ｍ 指数由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Ｓｔｅｎ （１９５３） ［４０］ 最初提出， 并由

Ｃａｖｅｓ等 （１９８２） ［４１］首次运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测算。 相比于 ＳＦＡ， ＤＥＡ 无须

事先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以及误差项的分布， 能够尽量避免因设定偏误而导致

的测算偏差问题。 因此， 本文将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测算不同

贸易伙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每个贸易伙伴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元

（ＤＭＵ）， 运用 ＤＥＡ方法构造贸易伙伴每年的农业生产最佳前沿面。 令 ｘ ＝ （ｘ１， …
ｘｍ） ∈ＲＭ

＋ 表示贸易伙伴的农业投入向量， ｙ ＝ （ｙ１， … ｙｎ） ∈ＲＮ
＋ 表示贸易伙伴的农业

产出向量。 则第 ｔ 年的农业产出距离函数可以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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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
０ ｘｔ， ｙｔ( ) ＝ ｉｎｆ θ： ｘｔ， ｙｔ ／ θ( ) ∈ Ｌｔ{ } ＝ １ ／ Ｆ ｔ

０ （７）
其中， Ｌｔ 为 ＤＥＡ 条件下， 每年在固定规模报酬 （Ｃ） 和投入要素强可处置

（Ｓ） 条件下的参考技术； Ｆ ｔ
０ 表示 Ｆａｒｒｅｌｌ 技术效率， 表示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的比

率， 是测算 Ｍ 指数的基础； 产出距离函数表示既定要素投入和技术结构下， 实际

产出相对于生产前沿面能够增加的最大比例， 是 Ｆａｒｒｅｌｌ技术效率的倒数。 Ｆａｒｒｅｌｌ技
术效率的取值范围是 ［０， １］， 所以当 Ｄｔ

０ ｘｔ， ｙｔ( ) ＝ １ 时， 贸易伙伴的农业生产处

于前沿面上， 技术完全有效率， 当 Ｄｔ
０ ｘｔ， ｙｔ( ) ＞ １时， 则技术存在非效率。

基于产出距离函数， 并根据 Ｃａｖｅｓ 等 （１９８２） 的推导，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可以用 Ｍ 指数衡量， 基于 ｔ 年和 ｔ＋１年技术条件下的 Ｍ 指数分别为：

Ｍｔ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ｘｔ， ｙｔ( ) ＝ Ｄｔ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 Ｄｔ
０ ｘｔ， ｙｔ( ) （８）

Ｍｔ ＋１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ｘｔ， ｙｔ( ) ＝ Ｄｔ ＋１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 Ｄｔ ＋１
０ ｘｔ， ｙｔ( ) （９）

借鉴 Ｆäｒｅ等 （１９９２） ［４２］的做法， 本文采取上面两个式子的几何平均值表示从 ｔ
年到 ｔ＋１年的 Ｍ 指数：
　 　 　 Ｍｔ， ｔ ＋１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ｘｔ， ｙｔ( )

　 　 　 　 　 ＝
Ｄｔ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Ｄｔ
０ ｘｔ， ｙｔ( )

×
Ｄｔ ＋１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Ｄｔ ＋１
０ ｘｔ， ｙｔ(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２

　 　 　 　 　 ＝
Ｄｔ ＋１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Ｄｔ
０ ｘｔ， ｙｔ( )

×
Ｄｔ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Ｄｔ ＋１
０ ｘｔ ＋１， ｙｔ ＋１( )

×
Ｄｔ
０ ｘｔ， ｙｔ( )

Ｄｔ ＋１
０ ｘｔ， ｙｔ(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２

　 　 　 ＝ ＥＦＦＣＨ × ＴＥＣＨ （１０）
式 （１０） 中， Ｍ 指数衡量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的变化程度； ＥＦＦＣＨ 反映

Ｆａｒｒｅｌｌ技术效率变化， 衡量每个贸易伙伴 ｔ 年到 ｔ＋１ 年从实际生产点到生产最佳前

沿面的追赶程度； ＴＥＣＨ 表示技术进步的变化， 衡量农业生产最佳前沿面从 ｔ 年到 ｔ
＋１年的移动。

对于投入产出变量： 假设总产出用农业增加值表示， 单位为 “亿美元”， 以

２００５年为基期，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Ｂ）。 假设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包含

３种， 分别为劳动、 土地和资本。 劳动投入用农业就业总人数表示， 单位为 “百万

人”， 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动组织 （ ＩＬＯ）。 土地投入用农业用地面积表示， 单位为

“万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资本投入用农业资本存量表示， 且不含土

地和人力资本。 由于贸易伙伴的农业资本存量无法直接获取， 所以采用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１９５１） ［４３］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 公式为：

Ｋ ｔ ＝ Ｋ ｔ －１ ＋
Ｉｔ
Ｐ ｔ

－ δ Ｋ ｔ －１ （１１）

其中， Ｋ ｔ 和 Ｋ ｔ －１ 表示 ｔ 年和 ｔ－１ 年的农业资本存量， Ｉｔ 是 ｔ 年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 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衡量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４４］，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ｄａｔａ）， 单位是各国本币现价。 Ｐｔ 表示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

数， 详细计算方法参考 Ｂｕｔｚｅｒ等 （２０１０） ［４５］、 付明辉和祁春节 （２０１６） 的思路， 涉及

的汇率数据来自 ＵＮＣＴＡＤ。 δ 表示农业固定资产折旧率， 参考 Ｄｕｂｅｙ 等 （２０１６）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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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明辉和祁春节 （２０１６） 的思路， 将 ＯＥＣＤ 国家的农业固定资产折旧率赋值为 ８％，
非 ＯＥＣＤ国家的折旧率为 ４％。 此外， 还需要确定农业初始资本存量的数值， 本文参

考李谷成等 （２０１４） ［４７］的稳态估计法来计算农业初始资本存量①。
如图 ２所示， 将进口贸易伙伴按照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大小排序后分成 １８ 组，

横坐标表示组别， 且组别越大表示全要素生产率越高， 纵坐标表示农产品进口比

例。 从图 ２可以得知， 随着进口来源国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比例显著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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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业生产率与农产品进口比例

（二） 控制变量 （ Ｚ ｔ ）
除贸易成本和生产率两个核心变量外，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进口的因素。
１􀆰 贸易伙伴的投入变量， 具体包含土地投入 （ Ｌａｎｄｉｔ ）、 农业劳动力投入 （

Ｌａｂｏｒｉｔ ） 和农业资本存量 （ Ｋｉｔ ）， 本文农业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 投

入越多， 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口来源地的农业供给能力越强， 对因变量有正向促进

作用。
２􀆰 进口来源地人口 （ ＦＰＯＰ ｉｔ ）， 该指标越大表示进口来源地的消费市场规模

越大， 农产品在国内消费越多。
３􀆰 中国 ＧＤＰ （ ＣＧＤＰｎｔ ）， 用于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４􀆰 中国人口 （ ＣＰＯＰｎｔ ）， 该指标越大表明中国农产品消费市场规模越大， 更

有可能从国外进口。
５􀆰 双边人均 ＧＤＰ 比值 （ ＰＧＤＰｎｉｔ ）， 即国外人均 ＧＤＰ ／中国人均 ＧＤＰ， 模型中

以 ｌｎ ＰＧＤＰｎｉｔ － １ 的形式进行回归。 根据林德重叠需求理论， 贸易伙伴间的人均

收入水平越接近， 则重叠需求范围越大， 越有利于两国之间的贸易。
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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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算公式为： Ｋ０ ＝ Ｉ０ ／ （ｇ ＋ δ） ， Ｉ０ 表示农业初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ｇ 为长期增长率， 常用农业增加值

的增长率表示， 本文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贸易伙伴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衡量。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进口比例 （ πｎｉｔ ） ％ １􀆰 ４３０１ ４􀆰 ０８３４ ０􀆰 ０００ ２７􀆰 ４５３ 作者计算得出

双边贸易成本 （ ｄｎｉｔ ） ％ ２５５􀆰 ９４７ １１４􀆰 ５８４ ７０􀆰 ３８１ １０３７􀆰 ６３９ ＷＢ
关税几何均值 （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ｔ∗ｎｉｔ ） — １􀆰 ０８７ ０􀆰 ０５０ １􀆰 ００２ １􀆰 ３７９ ＷＴＯ ／ ＵＮＣＴＡＤ

不含关税贸易成本 （ ＮＴ ｄｎｉｔ ） ％ ２２８􀆰 ４９５ １０９􀆰 ６８３ ５９􀆰 ８６０ １ ０１２􀆰 ５５４ ＷＢ
进口来源地生产率 （ Ｔｉｔ ） — １􀆰 ６２２ １􀆰 ８４６ ０􀆰 ０８４ １４􀆰 ２６ 作者计算得出

进口来源地土地投入 （ Ｌａｎｄ ｉｔ ） 万平方公里 ４９􀆰 ５４０ １００􀆰 ９５９ ０􀆰 ５００ ４６０􀆰 ０００ ＷＢ

进口来源地劳动力投入 （ Ｌａｂｏｒ ｉｔ ） 百万人 ７􀆰 ９２５ ３７􀆰 ５２９ ０􀆰 ００７ ２４３􀆰 ３３８ ＩＬＯ
进口来源地资本存量 （ Ｋ ｉｔ ） 百亿美元 １ ３７０􀆰 ８５９ ８１４􀆰 ８９９ ０􀆰 ００５ ５５ ０８９􀆰 ９５０ 作者计算得出

进口来源地人口 （ ＦＰＯＰ ｉｔ ） 百万人 ６７􀆰 ４１８ １９８􀆰 ３７３ ０􀆰 ００１ １ ３３８􀆰 ６５９ ＷＢ
中国 ＧＤＰ （ ＣＧＤＰｎｔ ） 百亿美元 ５９７􀆰 ２９８ ３７９􀆰 ２８５ １３３􀆰 ９４０ １ ２２３􀆰 ７７ ＷＢ

中国人口 （ ＣＰＯＰｎｔ ） 百万人 １ ３３０􀆰 ３３７ ３４􀆰 １６２ １ ２７１􀆰 ８５０ １ ３７１􀆰 ２２０ ＷＢ
双边人均 ＧＤＰ 比值 （ ＰＧＤＰｎｉｔ ） — ９􀆰 ２２９ ８􀆰 ６８９ ０􀆰 ０４８ ３８􀆰 ８８７ ＷＢ

结合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数据、 双边贸易成本以及测算各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所需

数据， 本文最终选取 ３６个贸易伙伴 （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作为实证研究的截面样本，
占我国农产品总进口的一半以上， 时间序列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 因此总样本共计 ６１２个。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中国从贸易伙伴进口农产品的比例， 该变量虽然是连续变

量， 但有明显的取值范围 ［ ０， １］， 这种数据属于典型的截取数据 （ 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ｄａｔａ）。 对于没有进口的贸易伙伴而言， “进口比例” 的最优解为边角解， 即进口比

例为 “０”， 这是经典的左删失情况； 同时我国农产品进口比例不会超过 “１”， 即

最高阙值为 “１”， 形成被解释变量的右删失。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使用 ＯＬＳ 估计，
无论是运用整个样本还是去掉 “０” （边角解） 与 “１” （最高阙值） 的子样本， 均

无法得到一致估计。 同时考虑到不随时间而变的因素， 因此， 本文采用针对删失数

据回归的 Ｔｏｂｉｔ 固定效应模型， 即带有固定效应的删失数据回归模型① （Ｈｏｎｏｒé，
１９９２） ［４８］， 以期考察贸易成本和生产率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边际效应指解释变量变化一单位所引起被解释变量的边际变化值。 本文主要测

算的是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 即先分别计算每个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 然后计算

在样本均值这一点处的边际效应， 主要运用 Ｓｔａｔａ 的 ｍａｒｇｉｎｓ 命令附加 ｄｙｄｘ ａｔｍｅａｎｓ
选项进行计算。 表 ２列出了 Ｔｏｂｉｔ 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的边际效应结果。 其中，
第 （１） 列至第 （３） 列是贸易成本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且贸易成本分

别用贸易成本 （ｄｎｉｔ） 、 关税几何均值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ｔ∗ｎｉｔ）以及不含关税的贸易成本 （ＮＴ ｄ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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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模型估计采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的 ｐａｎｔｏｂ 命令， ｐａｎｔｏｂ 命令包下载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ｅｄｕ ／ ～
ｈｏｎｏｒｅ ／ ｓｔ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ｄｎ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ｔ∗ｎｉｔ ＮＴ ｄｎｉｔ ｄｎ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ｔ∗ｎｉｔ ＮＴ ｄｎｉｔ ｄｎｉｔ

双边贸易成本
（ｄｎｉｔ）

－２􀆰 １９７∗∗∗ －０􀆰 ９５６ －１􀆰 ９８９∗∗∗ －２􀆰 ２５１∗∗ －０􀆰 ０２８ －１􀆰 ８８４∗ －１􀆰 ６０６∗∗∗

（０􀆰 ３９２） （２􀆰 １９２） （０􀆰 ３６３） （１􀆰 １２５） （２􀆰 ６７７） （１􀆰 ００５） （０􀆰 ３９９）
进口来源地
生产率 （Ｔｉｔ）

１􀆰 ４２１∗∗ １􀆰 ２８７∗∗ １􀆰 ４０６∗∗ １􀆰 １４５∗∗∗

（０􀆰 ６１７） （０􀆰 ６３１） （０􀆰 ６２６） （０􀆰 ２１２）
进口来源地土地
投入 （Ｌａｎｄｉｔ）

１􀆰 ３２３∗∗∗ １􀆰 ３４７ １􀆰 ３６７∗∗∗ ２􀆰 ４４１ ２􀆰 ７２９ ２􀆰 ２０６ １􀆰 ２２３∗∗∗

（０􀆰 ０９６） （３􀆰 ０３２） （０􀆰 ０９４） （３􀆰 ７８３） （３􀆰 ８３４） （３􀆰 ７０３） （０􀆰 ０９５）
进口来源地劳动力
投入 （Ｌａｂｏｒｉｔ）

－０􀆰 ４８３∗∗∗ －０􀆰 ５０５ －０􀆰 ５２８∗∗∗ －０􀆰 ２４２ －０􀆰 ０１４ －０􀆰 １８２ －０􀆰 ２８６∗∗∗

（０􀆰 １０３） （０􀆰 ９５７） （０􀆰 １０４） （０􀆰 ９１３） （０􀆰 ８０３） （０􀆰 ９１９） （０􀆰 １０７）
进口来源地资本

存量 （Ｋｉｔ）
０􀆰 １６６∗ －０􀆰 ０２４ ０􀆰 １６４∗ ０􀆰 ４５３∗∗ ０􀆰 ３９０∗∗ ０􀆰 ４４５∗∗ ０􀆰 ４２５∗∗∗

（０􀆰 ０９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９２） （０􀆰 １８５） （０􀆰 １８７） （０􀆰 １８８） （０􀆰 １０２）
进口来源地人口
（ＦＰＯＰｉｔ )

０􀆰 １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１１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７６）

中国 ＧＤＰ
（ＣＧＤＰｎｔ）

－０􀆰 ４１４ －０􀆰 ０６４ －０􀆰 ３７０ －１􀆰 ５００∗∗ －１􀆰 ０５２ －１􀆰 ３９７∗ －０􀆰 ８６７
（１􀆰 ０３６） （０􀆰 ４４７） （１􀆰 ０３７） （０􀆰 ７２０） （０􀆰 ７５３） （０􀆰 ７４９） （１􀆰 ０１６）

中国人口
（ＣＰＯＰｎｔ）

１５􀆰 ３８２ －０􀆰 ７４６ １５􀆰 ５６２ １０􀆰 ２０１ ７􀆰 ４７６ ９􀆰 ３９７ １１􀆰 ５８０
（３０􀆰 ４５５） （１４􀆰 ２１７） （３０􀆰 ４８８） （１２􀆰 ３０５） （１３􀆰 １６１） （１２􀆰 ４５３） （２９􀆰 ７６３）

双边人均 ＧＤＰ 比值
（ＰＧＤＰｎｉｔ）

０􀆰 ６９４∗∗∗ －０􀆰 ０６３ ０􀆰 ７０５∗∗∗ －０􀆰 ６５５ －０􀆰 ６５１ －０􀆰 ６４５ ０􀆰 １７５
（０􀆰 １３１）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１） （０􀆰 ４３３） （０􀆰 ４７８） （０􀆰 ４４４） （０􀆰 １６０）

样本数量 ６１２ ６１２ ６１２ ６１２ ６１２ ６１２ ６１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衡量。 第 （ １） 列采用的是基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 ２００４） 以及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的概念和测算方法衡量的贸易成本， 结果表明： 贸易成本的增加无论是在

统计意义上还是在实证回归中都能有效地抑制进口， 贸易成本对农产品进口的边际

效应显著为负。 第 （２） 列的贸易成本主要考虑关税层面， 用两国关税的几何平均值

表示， 可以得出关税几何均值对进口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第 （３） 列使用 Ｄｕｖａｌ 和
Ｕｔｏｋｔｈａｍ （２０１２） 的方法测算不含关税的贸易成本， 即排除关税因素之后贸易成本仍

然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 且系数与 （１） 很接近。 第 （４） 列至第

（７） 列分别为增加了生产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其中， 第 （４）、 第 （５）
和第 （６） 列分别对应不同的贸易成本， 第 （７） 列是 Ｔｏｂｉｔ混合数据回归的边际效应

结果。 总体来看， 在控制了贸易成本因素后， 进口来源国的生产率对我国农产品进

口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 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与第四部分的统计分析结果一

致， 且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也并未因生产率的加入而发生明显变化。
（二）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保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还将从多个方面

讨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 本文按照 ２０１７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进口来源国从

低到高排序， 分别选取了 ５０％和 ７５％这两个分位数水平的截面样本重新回归估计，
基于回归结果测算的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与前文一致： 贸易成本与中国农产品进

口的关系显著为负， 进口来源国的农业生产率对农产品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 详见

表 ３第 （１） 和第 （２） 列。 第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在不同样本中的稳定性，
选择了剔除前 １０大进口来源国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检验， 结果显示本文的主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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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然稳健， 即贸易成本和生产率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仍与前文一致， 详见表 ３ 第

（３） 列。 第三， 筛选 “一带一路” 国家样本 （１２个） 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贸易成

本、 生产率分别与我国农产品进口显著负相关、 正相关。 第四， 筛选 ＯＥＣＤ 国家

（２８个） 样本进行回归并计算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 贸易成本和生产率的显著性

也均未发生改变。 第五，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变量的衡量方法很多， 本文另外采用马

相东等 （２０１９） 的索洛余值方法来表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

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依然稳健， 详见表 ３第 （６） 列。
（三） 内生性讨论

本文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 即我国农产品进口比例可能影响双边贸易成本和

贸易伙伴的生产率， 以及遗漏变量的问题， 进而造成回归估计结果的不一致。 为了

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本文采用 ＩＶ－Ｔｏｂｉ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ｂｉｔ） 方法对模

型重新进行估计。 为了有效识别贸易成本和农业生产率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本文使用地理距离和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分析， 其中地理距离数据来

自 ＣＥＰＩＩ数据库， 专利申请数量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对于贸易成本

而言， 工具变量需满足与贸易成本相关， 同时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仅通过贸易

成本起作用。 贸易成本是指除生产成本之外， 消费者为获得商品所支付的所有成

本， 包含运输成本、 信息成本、 边境成本和语言成本等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４）。 地理距离主要反映运输成本的高低， 并通过贸易成本影响双边贸

易， 距离越远， 运输成本越高， 贸易成本越大。 对于农业生产率而言， 影响生产率

表 ３　 其他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５０％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去掉前 １０大
进口来源国

“一带一路”
国家

ＯＥＣＤ国家
索洛余值
ＴＦＰ

双边贸易成本 （ｄｎｉｔ）
－０􀆰 ７１１∗∗∗ －１􀆰 ０００∗∗∗ －０􀆰 ３５０∗∗∗ －１􀆰 ７４６∗∗ －１􀆰 ７２９∗∗ －２􀆰 ０４８∗∗∗

（０􀆰 １１４） （０􀆰 １４２） （０􀆰 ０３１） （０􀆰 ８７２） （０􀆰 ８４３） （０􀆰 ３８９）
进口来源地生产率

（Ｔｉｔ）
０􀆰 ４３９∗∗∗ ０􀆰 ４７５∗∗∗ ０􀆰 １００∗∗∗ １􀆰 ６３１∗∗∗ １􀆰 ６００∗∗∗ ０􀆰 ３９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６） （０􀆰 ５５２） （０􀆰 ５６４） （０􀆰 ０８７）
进口来源地土地投入

（Ｌａｎｄｉｔ）
０􀆰 １６２∗∗∗ ０􀆰 ６１２∗∗∗ －０􀆰 ００９ １􀆰 ４３６ １􀆰 １６３ １􀆰 ５５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９） （３􀆰 ５０６） （３􀆰 １３３） （０􀆰 １１０）
进口来源地劳动力投入

（Ｌａｂｏｒｉｔ）
０􀆰 ０２３ －０􀆰 ２３９∗∗∗ ０􀆰 ０４４∗∗∗ －０􀆰 ８００ －０􀆰 ８２９ －０􀆰 ５９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９） （１􀆰 １８９） （１􀆰 １５４） （０􀆰 １０５）
进口来源地资本存量

（ Ｋｉｔ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５∗∗∗ ０􀆰 ５１８∗∗∗ ０􀆰 ５０６∗∗∗ ０􀆰 ２３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７） （０􀆰 １７１） （０􀆰 １７４） （０􀆰 ０９２）
进口来源地人口
（ＦＰＯＰｉｔ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１１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６）

中国 ＧＤＰ （ＣＧＤＰｎｔ）
－０􀆰 ２１１ －０􀆰 ５４５ －０􀆰 ２１９∗∗∗ －２􀆰 ５８７∗∗∗ －２􀆰 ５１８∗∗∗ －０􀆰 １７３
（０􀆰 ２８７） （０􀆰 ３８６） （０􀆰 ０７７） （０􀆰 ８７７） （０􀆰 ８８０） （１􀆰 ０２２）

中国人口
（ＣＰＯＰｎｔ）

４􀆰 ０００ １２􀆰 ３００ ４􀆰 ８３２∗∗ １４􀆰 １３８ １２􀆰 ０００ １５􀆰 ６３５
（８􀆰 ４１５） （１１􀆰 ３６６） （２􀆰 ２６６） （１１􀆰 ４３３） （１１􀆰 １２２） （３０􀆰 ０３４）

双边人均 ＧＤＰ 比值
（ＰＧＤＰｎｉｔ）

０􀆰 ０９５∗∗∗ ０􀆰 ２０６∗∗∗ ０􀆰 ０４５∗∗∗ －１􀆰 ６７５∗ －１􀆰 ６７０∗ ０􀆰 ７０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１） （０􀆰 ９００） （０􀆰 ８９６） （０􀆰 １３０）
样本数量 ３０６ ４５９ ４４２ ２０４ ４７６ ６１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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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众多， 且主要依靠资本、 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来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已然

不可持续， 宏观知识资本是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亦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

心要素 （程惠芳和陈超， ２０１７） ［４９］。 参考程惠芳和陈超 （２０１７） 的做法， 本文采

用各国 （地区） 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宏观知识资本的代理变量， 专利申请数量越多，
表明一国的科研技术水平相对更高， 进而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估计

ＩＶ－Ｔｏｂｉｔ有两种方法， 分别是最大似然估计 （ＭＬＥ） 和两步法。 尽管 ＭＬＥ 最有效

率， 但如果模型存在多个内生解释变量的情况， 在数值计算时可能不易收敛。 因

此， 本文使用的是 Ｎｅｗｅｙ和 Ｗｅｓｔ （１９８７） ［５０］提出的两步法进行 ＩＶ－Ｔｏｂｉｔ 回归。 回

归结果详见表 ４。

表 ４　 内生性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 （１） （２） （３）

ＩＶ１： 地理距离
０􀆰 １９４∗∗∗ ０􀆰 １２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３）
Ｆ Ｔｅｓｔ ６３􀆰 ８２∗∗∗ ５９􀆰 ９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８０６ ０􀆰 ４７１８

ＩＶ２： 专利申请数量
０􀆰 ２１６∗∗∗ ０􀆰 ２４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Ｆ Ｔｅｓｔ １７１􀆰 ９４∗∗∗ ２０５􀆰 １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２１４ ０􀆰 ７５５７
第二阶段回归 （１） （２） （３）

双边贸易成本 （ｄｎｉｔ）
－２􀆰 ０７６∗ －１􀆰 ０５１∗∗ －０􀆰 ５３０∗

（１􀆰 ２５８） （０􀆰 ４５２） （０􀆰 ３０１）
进口来源地生产率

（Ｔｉｔ）
１􀆰 ７０３∗∗∗ ２􀆰 ７０２∗∗∗ ３􀆰 ２５５∗∗∗

（０􀆰 ２８６） （０􀆰 ４３９） （０􀆰 ４３７）
进口来源地土地投入

（Ｌａｎｄｉｔ）
１􀆰 ３６９∗∗∗ １􀆰 ０３３∗∗∗ １􀆰 ０６６∗∗∗

（０􀆰 １１６） （０􀆰 １０９） （０􀆰 １２２）
进口来源地劳动力投入

（Ｌａｂｏｒｉｔ）
－０􀆰 １４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３０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８） （０􀆰 １４１）

进口来源地资本投入
（ＦＤＩｉｔ）

０􀆰 ８０９∗∗∗ ０􀆰 ９０１∗∗∗ １􀆰 ０９８∗∗∗

（０􀆰 １４８） （０􀆰 １５２） （０􀆰 １７４）
进口来源地人口
（ＦＰＯＰｉｔ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８８ －０􀆰 １１１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８）

中国 ＧＤＰ （ＣＧＤＰｎｔ）
－１􀆰 ０１９ －１􀆰 ５８７ －１􀆰 ７６７
（１􀆰 ０９０） （１􀆰 ０９４） （１􀆰 １３３）

中国人口 （ＣＰＯＰｎｔ）
２４􀆰 ３３６ ５􀆰 ８６２ ８􀆰 ８５７
（３２􀆰 １６５） （３１􀆰 ７２３） （３３􀆰 １４５）

双边人均 ＧＤＰ 比值
（ＰＧＤＰｎｉｔ）

０􀆰 １５１ －０􀆰 ６０１∗∗ －０􀆰 ７６４∗∗∗

（０􀆰 １７３） （０􀆰 ２５２） （０􀆰 ２３６）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１１􀆰 ３７∗∗∗ １７􀆰 ５０∗∗∗ ４３􀆰 ９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４６５􀆰 ２３∗∗∗ ４９７􀆰 ４５∗∗∗ ４７１􀆰 ５０１∗∗∗

样本数量 ６１２ ５９５ ５９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 ） 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 ］ 内数字为 Ｐ
值，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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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第 （１） 列至第 （３） 列分别表示仅将贸易成本的工具变量、 仅将生产率

的工具变量和同时将二者的工具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 ＩＶ－Ｔｏｂｉｔ第二阶段回归结

果的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ｅｉｔｙ表明， 模型可以拒绝外生性原假设， 即存在内生变量。
此外， 在第一阶段回归中， 地理距离和专利申请数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且 Ｆ 检验

的数值显著大于 １０， 也表明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阶段的回

归结果表明， 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之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结果稳健， 说

明： 贸易成本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有显著抑制作用， 而进口来源地生产率对中国农产

品的进口仍是显著正向影响。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情况展开典型事实分析； 然后基于 ＥＫ 模型， 从理

论层面论证了贸易成本、 进口来源地生产率和农产品进口之间的关系； 最后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中国和 ３６个农产品进口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到

如下研究结论：
（１） 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较为集中， 且中国农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地和世界农

产品主要出口国 （地区） 有重合但并不完全一致。 但从时间趋势来看， 我国农产

品进口集中度缓慢下降。 在世界农产品生产和出口排名前 ５０ 的国家 （地区） 中，
仍分别有 １４和 １２个未进入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的前 ５０名。

（２） 贸易成本对我国农产品进口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本文对贸易成本这一核

心变量分别采用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方法测算的贸易成本、 关税几何平均值以及不含关

税的贸易成本进行衡量， 同时运用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三者与我国农产品

进口的关系。 结果表明： 贸易成本与我国农产品进口显著负相关， 说明随着双边贸

易成本的下降， 我国农产品进口将显著增加， 但关税几何均值变量对我国农产品进

口无显著影响。 此外， 贸易成本降低有利于我国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 ＯＥＣＤ
国家进口农产品。

（３） 进口来源地农业生产率提高将显著促进我国农产品的进口。 在控制了贸

易成本因素之后， 进口来源地的生产率与我国农产品进口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且在

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之后，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从回归结果来看，
“一带一路” 国家和 ＯＥＣＤ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农产品的进口， 且贸

易成本和进口来源地农业生产率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程度不一。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多渠道降低我国农产品进口的

双边贸易成本。 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 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进一步降低农产品关

税， 规范我国农产品非关税措施体系， 降低农产品贸易壁垒从而促进农产品进口；
加强与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合作， 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 减少通关手续， 提高

通关时间， 优化进口流程； 降低我国进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 减少农产品进口环节

的不合理收费； 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运输成本。 第二， 优化国际农产品市场布

局， 加强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在维持与现有农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国良好贸易

关系的同时， 我国应积极探索更多潜在的进口贸易伙伴， 且农业生产率反映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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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的农业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 我国应将农业生产率较高的国家作为主要开

拓对象。 同时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农业国际合作， 将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作为重点开拓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地。 第三， 加大优质农产品和鼓励农资农机

等进口， 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适度进口

农产品是必要的， 但要立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际供需情况， 进口优质农产

品。 同时， 鼓励进口优质农资、 先进农机和引进高新技术， 提升我国农业的全产业

链竞争力， 以优质进口带动我国农产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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